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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与中国公共政策的议程设置：一个实证研究 

时间：2008-06-02 作者：朱旭峰 田 君  

基金项目：本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转型期中国政策议程的触发机制研

究”资助，项目号：70673042 

  ［摘要］本文从政策过程的知识运用理论出发，研究决策者在中国公共政策议程

设置过程中的知识运用行为。为此，本文细致区分了来自不同类型参与者向政策系统

输出知识的特点，并研究了决策者个人特质和组织特征对他们获取知识并启动政策议

程的作用机制。通过对天津市344名局处级领导干部调查问卷的数据分析，本研究在实

证上分析了决策者知识运用能力、经验积累和所在机构的组织职能等因素对决策者在

公共政策议程设置中的知识运用行为的影响。 

  ［关键词］知识运用；议程设置；公共政策过程；局处级领导干部 

  ［中图分类号］C934［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6-0863（2008）06-

0107-07
   

  一、 引言 

  学术界已经对当代中国公共政策过程的理论研究发生了浓厚兴趣。王锡锌和章永

乐在一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的论文中，曾用“专家理性和大众参与的双重缺

位”来概括当前中国公共决策中存在的问题。他们指出，“行政权在很长一段时期内

呈高度集中的强势，渗透到社会与个体生活的每个角落，而与此相应的规则制定或者

更准确地说‘政策制定’不仅带有很强的‘行政导向’甚至成为行政权运行中的‘应

有之义’”。［1］另一方面，王绍光则在另一篇同样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的论

文中从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角度，指出中国强人政治的色彩已近销声匿迹。在议

程设置过程中，随着专家、传媒、利益相关群体和人民大众发挥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关门模式”和“动员模式”逐渐式微，“内参模式”成为常态，“上书模式”和

“借力模式”时有所闻，“外压模式”频繁出现。这表明，议程设置已变得日益“科

学化”和“民主化”了。［2］ 但是，针对中国政策过程的实证研究，需要经常面对的

困境是，学者们作为“局外人”，往往只能从政府外部观察政府决策行为的表面现

象，而学术界对那些“局内人”——政府内决策者的决策行为和心态的了解并不多。

因此，我们终究无法判断在中国的公共政策过程中，决策者在现实中到底在多大程度

上愿意听取来自政府内部和外部各种声音的状况。 

  本研究试图克服以往研究的困难，通过向具有较高行政级别的政府领导干部发放

调查问卷的方式，了解政府决策者在公共政策议程设置过程中吸纳来自各方信息、意

见和建议的倾向性行为。公共政策的议程设置（Agenda setting）是政策循环的起始阶

段，是一项政策议题真正受到政策决策者关注并被他们提上议事日程的阶段。［3］而

在本文中，我们将来自政府内部和外部的各种政策信息、意见和建议统称为“知

识”。我们在这里提出的核心问题是：知识在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过程中发挥了多

大作用？什么因素会对政府决策者在公共政策议程设置中的知识运用行为产生影响？  

   二、 公共政策议程设置中的知识 

  （一）政策过程的知识运用学派 

  政策过程的“知识运用”（Knowledge Utilization）理论研究探讨的核心问题在

于，“在知识与政策之间如何架起桥梁”、“知识如何被政府决策者使用”、“如何

促进知识在政策过程中被决策者运用”。早在上世纪70年代，国外学者们就开始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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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如何对政策过程产生影响。以卡普兰（Nathan Caplan）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发现并

探讨了知识与政策之间的隔阂问题，用“两大群体理论”（two communities theory）

解释了由群体价值观差异而造成的研究者和决策者之间的沟通障碍。［4］继而以韦斯

（Carol H. Weiss）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深入研究了知识得以转化为政策的机理，比如启

迪模型（enlighten model）、经典行政模型(classical bureaucratic mode)、专家政治

模型(technocratic model)和工程学模型(engineering model)等等。［5］［6］部分知识

运用学派的学者从动力机制的角度出发，探讨了“科学推动型”、“需求拉动型”、

“传播型”和“互动型”等知识运用模式对决策者和政策建议者之间行为的影响。
［7］ 

  （二）公共政策议程设置中的知识 

  任何一个政府都会面临各种各样有待处理和解决的问题，但政府的财政资源、人

力资源、信息和精力都是有限的，政府不可能同时去解决所有出现的问题。政府决策

者必须有选择性地关注部分政策问题，并对这些问题的重要性进行排序，进而将它们

列入有待处理的政策议程。决定政策议程设置的因素是复杂的。金通（John 

Kingdon）著名的多元流分析框架（Multiple Streams Framework）将政策议程设置过

程归因于政府决策系统中问题流、政治流和政策流三股力量的合成：当三股元流汇合

到一起时，并在政策企业家的推动下，政策之窗被打开，从而使政策备选方案进入决

策议程的可能性大大提高。［8］金通的理论提供了探究政策议程设置潜在规律的分析

路径，突显出政策参与者在三个元流中影响议程设置的行为模式。在政府决策系统

中，政治流、问题流和政策流中的政策参与者影响议程的重要载体就是他们向政策系

统输入的知识，这些知识流向决策者，影响着决策者的选择。 

  经典的知识运用理论一般将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作为“知识”的主体，探讨专家与

决策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然而议程设置中的知识并不是只源于专家，政策过程中的每

个参与者都为决策者贡献着知识。我们可以根据政策参与者的阶层身份，将公共政策

议程设置过程中流动着的知识资源分解为“政府内部的知识”，“专家的知识”，

“民众的知识”和“媒体的知识”。一方面，从公共政策议程设置过程中决策者的角

度来看，不同来源的知识并没有本质区别，它们都是促使决策者关注某个政策问题的

外部因素；另一方面，不同来源的知识又各具特色，它们有着输入政策体系的不同渠

道、对决策者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并且体现了不同的影响机制。政府内部的知识体现

了中国政府组织运作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专家的知识体现了专家理性的智力支持；民

众的知识体现了普通民众的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而媒体的知识体现了社会舆论的外

部压力。四种来源的知识相互竞争、补充和平衡，共同影响着决策者对政策问题的关

注，从而促成公共政策议程的设置。 

  1. 政府内部的知识 

  政府部门内部拥有大量知识资源。政府机关内部全国统一的信息网络是当代中国

政府运作过程中发生和接收信息的最大载体。［9］政府内部的行政工作人员长期在同

一个政策子系统中学习，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并形成了独特的政策视角。政府的职

能部门和官员都肩负着给主管领导收集汇总信息的职责。［10］在政策过程中，政府内

部的知识借助政府机构的工作程序和信息传输通道汇集到决策者手中，而那些行政人

员在获取、解读和传达知识方面具有策略上的优势，因而他们提供的知识能够更加有

效地接近决策者并且更加贴近决策者的需求。在公共政策的议程设置阶段，政府内部

的知识降低了决策者获取知识和对信息做出反应的时间成本，从而有机会使决策者迅

速启动政策议程。由此可见，政府内部的丰富知识资源是决策者进行政策议程设置的

重要依据。 

  2. 专家的知识 

  本文将专家的范围限定在政府外的政策研究者，包括半官方研究机构、高校和民

间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专家为政策过程提供专业化的支持、论证、预测和备选方案

的储备。专家的知识优势在于对事实和技术问题的专业分析。［11］在专业技术要求较



高的领域，决策者需要借助专家知识，深入了解问题的成因、现状，寻求具有可行性

的决策方案。在中国，专家群体虽不直接隶属于政府系统，但政府与专家的联系日益

紧密。专家和决策者之间建立起的交流机制打通了专家知识向政策过程施加影响的渠

道。专家知识可以通过公开发表研究成果、专家咨询会议、学术论坛、课题研究、委

托咨询、政府咨询委员会、听证会等方式流入政策系统。但是，由于专家知识的学术

性倾向，它不能提供直接转换为对政策目的有用的知识。［12］而在公共政策的议程设

置这个特定的阶段，专家提供的备选方案和论证技术有时候也可能不符合决策者的迫

切需求。只有那些符合特定条件的专家建议才能从“政策原汤”中浮现。［13］所以在

公共政策的议程设置阶段，决策者只有在为数不多的情况下才会对专家提供的知识发

生兴趣，从而启动一项政策议程。 

  3. 民众的知识 

  民众是个相对宽泛的界定，这里包括所有非政府、非特定专业领域以及与政策相

关的利益个人和群体。民众作为一类政策参与者，他们具有参与公共事务的愿望。民

众的知识汇集了社会成员的价值倾向和政治愿望，包含了民众对切身利益的关注和对

政府的诉求。作为意见表达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众的知识进入政策过程需要依赖有序

的政治参与渠道，比如信访、公共事务论坛、民意调查、公民请愿、社区会议、听

证、协商谈判、信息公开、电子政府等。［14］［15］随着政治参与渠道的拓宽与完

善，民众的知识在中国政策过程中所发挥的影响力将逐步增强。如近年来，群众信访

制度日益受到中国政府的重视，群众信访问题的处理效果已经和行政领导的政绩考核

挂钩，信访问题如果处理不当，不仅可能引发其它社会问题，而且行政领导也要陷入

被动地位。因此，在公共政策的议程设置阶段，来自民众的知识使决策者感受到压

力，迫使他们启动政策程序。 

  4. 媒体的知识 

  媒体具有信息量大、覆盖面广的特点，是社会信息沟通和互动的平台。媒体作为

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键连接，能够影响政府和社会在公共问题及其解决方案方面的偏

好。［16］媒体的知识有制度化的传递渠道，如新华通讯社等中央与各级地方新闻机构

以参考消息的形式向不同级别领导机关汇报信息，把社会中的各种情况、动态和问题

传递到决策中枢，以此途径媒体的知识直接进入了决策过程。［17］此外，媒体与政府

的沟通以公开的形式进行，媒体在议程设置上扮演着越来越积极主动地角色，积极为

各种利益诉求开辟表达的空间。［18］媒体采用“是否报道某问题”、“是否突出报道

某问题”、“报道的优先排序”这三个策略，［19］把少数人关心的议题变成相当多人

关切的公众议题。因此，媒体知识还可以借助公共舆论的力量间接地进入政策系统，

从而影响着决策者对政策问题的议程设置。 

  三、 理论假设  

  “如何促进决策者的知识运用”，一直是知识运用学派学者关心的核心问题。学

者们进一步开展了众多卓有成效的理论与经验研究。我们可以将已有的政策过程研究

的相关结论归结为以下几点：（1）研究成果越符合用户的需求，知识运用的可能性越

大；（2）知识的扩散传播机制越健全，知识运用的可能性就越大；（3）研究者和潜

在使用者之间的联系互动越频繁，知识运用的可能性就越大；（4）研究成果本身的性

质（如定量研究还是定性研究）与知识运用之间存在非常复杂的关系。［20］—［28］

本研究将突破以往的研究思路，从政策过程中知识的最终使用者，即决策者的角度出

发，把决策者的特质与组织特征视为新的政策过程中知识运用的决定因素。 

  决策者个人特质和组织特征的差异会产生知识需求的差异。本文通过决策者的知

识运用能力、经验积累、组织职能和行政地位这四个方面来概括这些差异。在议程设

置这个阶段，这些差异会对知识运用产生怎样的影响，决策者倾向于听取什么样的知

识呢？本文从理论上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做了预测。 

  （一）决策者知识运用能力 

  知识运用能力是知识使用者应具备的接受、认知、理解、采纳知识的综合能力。



［29］在政策过程中，知识提供者向潜在的知识使用者传播和扩散知识。一般认为，决

策者的知识运用能力越强，决策者的知识运用行为可能性也就越大。［30］但中国的情

况更加复杂。 

  学历：学历是评判一个人知识运用能力的常用标准。受教育经历相对较丰富的

人，意味着他们在知识的学习和理解能力方面受到更多的培养和训练。因此我们可以

假设，决策者的学历越高，对新知识的接受、认知能力越高，他在政策议程阶段发生

知识运用行为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专业技术职称：在中国，反映个人知识运用能力的标准还有“专业技术职称”。

某人拥有某一层次的专业技术职称，就表明他经过了严格的考试、考评以及评审程

序，已经具有该层次职务所要达到的水平与能力，专业技术职称是受聘担任某些专业

职务的必备条件。具备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在从事特定政策领域的工作中，对该领域的

知识掌握更加专业。所以，我们有理由假设，具有专业技术职称的决策者，熟知专业

技术知识，对本领域的专业知识的接受速度快、理解能力强，因而他们发生对专业知

识运用行为的可能性就会高于那些没有专业技术职称的决策者。而那些非专业化知

识，对从事具有较高专业背景的决策者的参考价值不大，无法引起他们的兴趣，阻碍

他们对这些知识的运用。因此，我们可以假设，拥有专业技术职称的决策者对专业知

识的使用的可能性较大，而对非专业知识的使用的可能性较小。在本文的研究中，来

自民众的知识和媒体的知识可以被认为是相对非专业的知识。 

  （二）经验积累 

  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在对人类行为的特征进行研究后指出，人们的短期

决策受到制度规范和探索过程的影响，而从长期的积累过程来说，他们是力求做到最

好但同时又是易犯错的学习者。［31］初到某个职位任职的官员，因为缺乏任职经验，

他们比较容易听他人的意见。中国政府部门经常发生领导干部岗位轮换和晋升，当某

政府决策者的职位发生调动或被升迁到更高级别的新岗位时，他们需要对新机构所管

理的政策领域开展学习。在现任职位上的工作年数可以充分说明决策者在当前职位上

的经验积累程度。任现职时间越长，在本部门积累的经验也就越多。因此，我们可以

假设，随着决策者任现职年限的增长，决策者逐渐由初学者变为经验丰富的人，他们

在决策时受外部知识的影响的可能性就会降低。 

  （三）组织职能 

  政策过程中的知识运用，还受到使用者所在工作领域的特定需求的影响。在专业

性政策领域工作的决策者，对知识的需求更大。在中国，“条”与“块”是政府基本

的组织结构。“条条”指的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业务内容性质相同的职能部门，

按不同的业务内容从横向分设工业、农业、财贸、文教等不同的职能部门系统。“块

块”指的是由各个层级地方政府。［32］纯属“块块”的部门一般是那些服务于地方政

府的综合性行政部门，如市政府办公厅等。从这样的组织结构不难看出，处在“条

条”中的政府组织负责专门政策领域的管理，专业化程度较高。知识资源在“条条”

的结构中流动，对专门政策领域的专业知识需求量大。而处在“块块”中的政府组织

负责某个政府层级的综合性行政事务，接触特定政策领域的业务相对较少，对专门政

策领域的专业知识需求量也就相对较少。因此，我们可以假设，处于“条条”部门中

的决策者比“块块”部门中的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运用知识的概率要高。 

  （四）行政地位差异 

  决策者在行政组织中的地位，决定了其拥有的资源。在中国，我们一般把行政级

别作为测量决策者行政地位的指标。行政级别越高，决策者拥有资源越多，获取知识

的渠道越多。行政级别越高，决策处理的政策问题越复杂，对知识的需求越大。但另

一方面，政府官员在面临复杂的政策问题时最缺乏的能力就是如何有效地管理时间。
［33］［34］由于在政策过程中获取并采纳知识是一个需要耗费大量时间的工作，在公

共政策议程设置过程中，过多有待决策者学习并采纳的知识往往受到时间的约束而出

现饱和。因此，综合上述正反两种作用机理，在这里我们无法判断行政地位与知识运



用之间的关系。 

  综上所述，我们在理论上提出了有关影响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定中决策者知识运

用行为的若干假设。各种理论假设见表1。 

   四、 研究设计 

  （一）问卷发放 

  为研究决策者在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中的知识运用行为，本文作者于2007年开

展了一次“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机制建设调查问卷”。本次问卷调查的主要内容

是政府决策机制以及决策者的行为和态度。 

  本次调查涉及的政府官员包括天津市政府各组成部门、直属机构、特设机构、部

门管理机构、各区县等政府机关中的司局级和处级领导干部。他们可以被认为是在政

府机构中具有较高行政级别的决策者。问卷发放采用分层抽样方式：第一层为政府机

关，被调查单位的选择采用全样本方式发放，即对天津市政府办公厅在册的所有司局

（区县）级政府机关发放调查问卷；第二层为个人，对各单位内部领导干部的抽样按

照随机抽样方式，共发放432份问卷。最后，本次调查共回收了来自天津市全市64个司

局（区县）级单位的344份有效问卷，问卷回收率达到79.6%。需要说明的是，由于问

卷只要求受访者提出所有因素中最有影响的前三名，没有出现在这三项中的备选项并

不代表对受访者完全不重视那些因素，而是重视程度没有达到前三名。所以，在数据

处理中，编码为0的数据并不意味着该决策者对该类知识完全不关注。  

   （二）变量设置 

  1. 因变量 

  在问卷中，我们专门就“议程设置中的知识运用”设置了一道多项选择题。题干

是“在下列什么情况下将使您关注某问题进而开始决策程序？”。此题的选项设置了

众多可能引起公共政策议程的情况，供受访者选择。选项包括内部工作人员的建议、

公开发表的专家研究成果、群众信访、媒体报道、工作需要、突发事件、领导人事变

动等等。调查问卷采用提名法，要求受访者从众多情境中列出他所认为的对议程设置

影响最大的前三个选项。 

  在各种情境中，我们用“内部工作人员的建议”表征“政府内部的知识”，用

“公开发表的专家研究成果”表征“专家的知识”，用“群众信访”表征“民众的知

识”，用“媒体报道”表征“媒体的知识”。只要受访者提到了四种知识运用情境中

的任意一种，我们就认定该受访者在政策议程设置阶段较倾向于受到（一般性的）

“知识”的影响而做出启动决策程序的判断。而只要受访者提到了四种知识运用情况

中的某一种，我们就判定该受访者在政策议程设置阶段较倾向于受到该项知识的影响

而做出启动决策程序的判断。这样，我们就构造了一个“一般性的知识运用”的因变

量，即“决策者是否运用了知识启动公共政策议程”；四个分类型的知识运用的因变

量，即“决策者是否运用了政府内部的知识启动公共政策议程”、“决策者是否运用

了专家的知识启动公共政策议程”、“决策者是否运用了民众的知识启动公共政策议

程”和“决策者是否运用了媒体的知识启动公共政策议程”。 

  2. 自变量 

  依据本文的理论假设，模型设置了4组自变量。自变量分别是决策者知识运用能



力、经验积累、组织职能和行政地位。决策者知识运用能力用学历和专业技术职称表

示，学历设置为虚拟变量，“研究生以上学历”包含了博士和硕士，其它学历定义为

“本科及以下”，为参考项。专业技术职称为虚拟变量，正高级、副高级、中级和初

级职称统归为“有专业技术职称”，“无专业技术职称”为参考项。经验积累用任现

职年数测量，任现职年数是连续的数值型变量 。组织职能变量分为“条条”和“块

块”部门。我们将工业口、农业口、城建口、经济口、科技口、政法口、交通口和其

它部门统归为“条条”部门，将未明确政策领域的政府机关作为参考项。行政地位为

虚拟变量，将局级、副局级统归为“局级”，处级、副处级统归为“处级”，为参考

项。 

  （三）统计量描述 

  表2和表3分别为问卷调查中“决策者是否运用了知识”（因变量）和决策者个人

特质和组织特征（自变量）的统计量描述。 

  从上述决策者知识运用行为的特征描述可以看出，在公共政策议程设置阶段，有

42.2%的局处级领导干部在启动决策程序时采纳了“知识”。这个数字说明，在中国政

策过程中，知识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较大作用。在对“知识”依据来源进行分解后，

我们发现了每种知识被使用的概率并不平衡：政府内部的知识和民众的知识被局处级



领导干部选中的概率要明显高于专家的知识和媒体的知识。这种差距说明了知识的属

性与决策者需求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关系。政府内部的知识存在于决策者周围，取用便

捷，容易理解，适应需求，为决策者提供了政府视角的信息。民众的知识中包含了民

众对热点问题的关注和利益诉求，决策者从中能够感受到来自公众的压力，从而关注

政策问题并启动决策程序。专家的知识理论学术性较强，在众多知识中，并不一定吸

引决策者的注意力。而媒体的知识被采纳的概率偏低，说明中国的媒体在政策过程中

对议程设置的影响力还较弱。 

  （四）实证结果 

  模型因变量为（1，0）虚拟变量，适合使用二项logistic回归方法。每个模型都采

用将所有协变量强制进入（enter）回归方程方法进行统计。首先，我们要观察在议程

设置阶段，决策者的特质和组织环境与决策者的知识运用行为是否存在关系，数据是

否支持上文的理论假设。 

      
  表4报告的是在议程设置中“决策者的知识运用”因变量的logistic回归估计。我们

发现并不是所有的自变量都如表1中预测的那样具有显著性。在决策者特质方面，只有

“知识运用能力”和“经验积累”这两个因素与决策者知识运用行为的关系符合预

期。表4中的组织职能对决策者知识运用行为并没有多少贡献。 

  由表4数据可知，在议程设定阶段，决策者的学历越高，发生知识运用的可能性就

越大，研究生以上学历的决策者是本科及以下学历的决策者发生知识运用的概率的

1.802（e0.589＝1.802）倍。模型结果符合理论预测。任现职年数与发生知识运用的

概率呈现负相关关系。在议程设定阶段，决策者的任现职年数越长，发生知识运用的

可能性就越小，决策者任现职年数每增长一年，发生知识运用的可能性就减少4.8％

（1-e-0.049＝4.8％）。 



  反映决策者知识运用能力的另外一个指标“专业技术职称”在表4模型中没有通过

检验。我们是否可以依据这个结果而认定决策者的专业技术水平对知识运用行为没有

贡献呢？“条条”部门的回归系数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这能否说明组织职能对决策

者的知识运用行为没有影响呢？我们需要从表5中寻找答案。 

      
  表5报告的是在议程设置中决策者四类知识运用因变量的logistic回归估计。通过对

知识进一步分解，我们可以从表5的分来源的决策者知识运用行为中清楚地看到，决策

者对四种来源的知识的选择性使用，与决策者个人特质和组织特征存在密切关系，具

有不同特质和任职于不同类型组织的决策者表现出不同的知识运用方面的行为偏好。 

  学历差异对是否使用“专家的知识”影响显著。在议程设定过程中具有研究生以

上学历的决策者运用专家知识的概率是本科及以下学历的决策者的3.44（e1.235＝3.44
倍）。此结果支持本文前面提出的理论假设。 

  专业技术职称的差异在是否使用“专家的知识”和“民众的知识”两个模型中表

现出截然相反的结果。具备技术职称的决策者比没有技术职称的决策者相比，前者运

用专家知识的概率是后者的4.67倍（e1.541＝4.67倍），而在运用民众知识这部分，前

者只是后者概率的50.6%（e-0.681＝50.6%）。在是否使用“媒体知识”的模型中，专

业技术职称显示出非显著性的负相关关系。具有专业技术职称的决策者对专家的“专

业知识”与民众和媒体的“非专业知识”显现出的知识运用行为差异，符合本文的理

论预期。从决策者的知识运用能力来看，专业技术职称代表了决策者的专业技术水



平，具有此资质的决策者对专业技术的知识更加熟悉，理解能力更强，他们对知识的

专业技术要求也就更高，“专业的知识”比“非专业知识”对他们而言更有参考价

值。我们注意到，西方学界长期以来一直所提倡的公共部门的“专家至上主义”

（professionalism），即每个工作者都应成为专家，在最近十多年里逐渐受到质疑
［35］。而我们所发现的中国政府决策者的专业技术水平与民众知识的运用呈现负相关

性的现象也值得我们深思。 

  组织职能在模型1中表现出对使用“政府内部的知识”的显著贡献。在“条条”部

门中的决策者比在“块块”中任职的决策者更喜欢使用政府内部的知识，前者是后者

的1.88（e0.629＝1.88）倍。这个数据支持本文关于组织职能与知识运用之间存在正相

关性的理论假设。 

  经验积累的影响力在模型1和模型4中再次得到了验证。在议程设置阶段，决策者

任现职年数越长，运用政府内部知识和媒体知识的可能性就越小。决策者任职年数每

增长一年，运用政府内部知识的概率就减少6.7％（1-e-0.07＝6.7％），运用媒体知识

的概率减少15％（1-e-0.162＝15％）。在公共政策的议程设置中，经验丰富的决策者

受他人的影响较少，他们对判断哪些政策问题应该提上议事日程具有较高的自主性。 

  五、结论 

  本文对政策过程理论和实证研究开展了一系列新的尝试：第一，本研究选择了

“决策者”作为切入点进行中国公共政策过程的理论研究，这为试图探索中国公共政

策过程规律的学者们开拓了新的研究方向和路径。第二，本文发展了政策过程的知识

运用理论。根据政策参与者的类型，我们将政策过程中的知识进行了解构，细致区分

了各种知识的特点以及它们影响政策议程设置的作用机制，并进一步在理论上探讨了

决策者个人特质和组织特征与他们各种知识运用行为之间的微妙关系。第三，根据对

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中的决策者知识运用行为的实证研究，本文发现多种来源的知

识确实对中国公共政策过程发生着重要的影响。这表明当前中国政府的决策民主化科

学化建设是卓有成效的。本研究通过对天津市344名局处级领导干部的抽样调查，验证

了决策者知识运用能力、经验积累和所在机构的组织职能等因素与决策者在中国公共

政策议程设置中的知识运用行为之间存在着复杂关系。本文这些发现将有利于我们设

计出进一步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相关政策和制度安排。 

  （致谢：本文所使用数据的问卷调查的发放，得到了天津市政府办公厅、天津市

政府法制办和天津市行政管理学会的支持，特别感谢天津市政府法制办主任矫捷、副

主任袁国华和天津市行政管理学会秘书长张霁星的大力协助。作者还要感谢罗力敏在

问卷设计、发放和统计工作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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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 and Agenda Setting in the Chinese Policy Process: An Empirical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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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is article discusses decision makers’  knowledge utilization 

behavior in agendasetting in the Chinese public policy. The article makes a further 

study of the knowledge inputted into the public policy system from different policy 

participants, and the effect of decision makers’  characteristic and organization 

characteristic on acquiring the knowledge and starting the agenda. The authors 

conducted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344 decision makers at bureau and division 

levels in Tianjin Government. These data provide empirical evidence of relationship 

among knowledge utilization capability, career experiences, organizational function 

and knowledge utilization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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